
李春沐： “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与戏曲文化生态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来看，对于任何活态的文化

艺术。要想保存其原生态的纯粹性，就不得不关注其自身生

态的生存发展状态。不得不认真审视它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

的运行法则。因此，研究大生态与小生态互动发展的规律，就

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忽略了这种大、小文化生态圈的交

融演变，就必然会导致许多珍贵的艺术遗产流失。从半个多

世纪的剧种改革看，上党梆子确实对其多声腔小生态存在较

为严重的忽略。除了上党二簧的部分传统剧目如《打金枝》、

新编传统戏《皇帝与门官>还在上党流行外，上党梆子的传

承、创编主要集中在梆子腔。而昆、罗、卷三个声腔已经消失。

上党梆子的一枝独秀实际标志着多声腔小生态的失衡和断

裂，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

当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深入，对于

文化生态保护的观念也不断取得推进，文化生态对于传统戏

剧的作用和意义基本上还是能够被人接受。但是，忽视了戏

剧的小生态建设，大的文化生态就会显得空洞而无意义。保

护好大生态和小生态是保存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环节。这显

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从中国传统

戏剧的遗存来看，中国各地戏曲艺术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附

带着多声腔的特征，这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并没有很明确的

剧种观念，以及旧日戏曲班社组班原则对于多声腔的作用。

因此，保护好一个传统剧种，实际上就要在鉴别好这个剧种

所包含的多元遗产的前提下。尽量地把历史上对剧种有所作

用的诸多艺术元素进行保护，维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

征。

显然，从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和这一剧种独特的大、小

生态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关注大生态与小生态的流变

规律，对于保护中国各地古老的戏曲文化艺术遗产，对于推

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戏曲

艺术的保护、传承需要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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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曾经说过：“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

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

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封

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学家就是我的意愿。”[11“文

摊”的写作立场决定了赵树理与众不同的文学追求与审美取

向。对趣味的特殊喜好便是这一写作立场的衍生物，可以说，

趣味意识是赵树理写作生涯中尤其注重的东西。同时。在赵

树理在写作活动中还尤其强调“问题”意识，他在谈到自己

的创作宗旨时认为：“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

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在下

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不解决会妨碍我们

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那时

我们有些地方的工作不够深入，特别对于狡猾的地主还发现

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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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田

趣味意识是与消遣、娱乐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

问题意识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概念，二者甚至是一对矛盾

体。从赵树理创作的整体上把握，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在他

的写作生涯中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从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

成名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的创作终止，问题意识与趣味意

识其实是作为一对矛盾而体现出来的，40年代作为赵树理写

作的鼎盛期，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曾经很好地统一在他的写

作实践中；到了50年代，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对文学的规

范与要求越来越严格，赵树理的写作也越来越受到外界的诟

病，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在他的小说中开始呈现出分裂的征

候；6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空气的El益紧张，文艺界对赵树理

作品批判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这对矛

盾体在他的写作实践中已经趋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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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中天然地就有一种

“问题”意识，在艺术上表达这种“问题意识”时有会自然地

流露出一种“趣味”意识。他从小生活在农村。真正地了解农

民，知道他们平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对农村民间社会的

各种民俗、民风同样了然于心。参加工作后，又长期在农村基

层参与社会变革，早年便萌生的让广大贫苦百姓翻身过上幸

福生活的朴素愿望在从事具体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变得更加迫切了。

赵树理的这种写作立场也决定了他以“同题”意识的眼

光进行创作，在艺术地处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素材”时，必

然要带着自己独到的艺术标准去把握与处理这些“素材”，

这种艺术标准便是“趣味”意识。OJ"---黑结婚》正是由于找

到了“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的最佳契合点，从而使作品

创作出来后。成为一部艺术佳构。董均伦在《赵树理如何处理

(Ib--黑结婚>材料>一文中，具体地谈到了这部作品的写作

过程：1941年上半年，新政权在太行山建立已经有4年了，土

改开始仅仅1年，当时农村有个几乎与土改同等重要的问题

便是反对封建思想、封建习惯，“因为那时不但地主维护封

建，就是一般农民也是如此。<tb-黑结婚》就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写出的。”嘲树理当时在太行山根据地听到了这样一个
真实的事件：一位名叫岳冬至的男青年和一位名叫智英祥的

女青年因为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而自由恋爱。智英祥同时又

被出身富农的村长和青救会秘书看中。在这两位村干部遭到

了智英祥的拒绝后，便联合其他村干部以腐化等各种罪名来

斗争岳冬至，最后把岳冬至给活活打死了。作品中赵树理在

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了巧妙而得当的艺术处理，最主要的

艺术创造在结尾，正是在这里把“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

统一起来。“原故事的结局赵树理认为太悲惨了，既然写反封

建的东西，应该给正面人物找下出路，照原来那个结局正面

人物给封建习惯吃了的，写出来不能指导青年人和封建习惯

作斗争的方向。可是当时是革命初期，群众性的胜利，例子还

不多，光明的萌芽还是自上而下支持着(当时的村长都是自

上而下委派的。所派的人还不一定是本村人)，除了到上级去

解决，赵树理没有想到其他办法，所以才由区长、村长支持着

弄了个大团圆。”I恐这—合理性的改写既使现实生活中的“问

题”迎刃而解，也迎合了下层民间革根社会欣赏趣味与习惯，

暗合了他们多年来积淀在内心的这种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

心理诉求。在民间社会。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层民

众总处于一种受欺凌的弱势地位，一旦受到不平和苦难时，

总想寄托或寻求一种虚幻或者神秘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而这

种虚幻或者神秘的力量大多时候会是宗教力量或权力结构，

由它们代表着正义去除恶务尽，老百姓喜欢欣赏的那数不清

的“清官戏”以及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借助神仙救人于水深

火热之中的神秘传说，同样是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化作

想象世界中的“趣味”，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由村长、

区长借助着权力的介入，使两个青年人最终“有情人终成眷

属”。作品发表后，不仅受到老百姓的喜欢，也得到了当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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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

到了50年代，有人发现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的确有

些迟缓了、拘谨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

辣的力量”141。如果换一种角度考察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创

作，可以看出，正是由于40年代曾经高度契合的“问题”意

识与“趣味”意识已经出现了分裂的征候。按照赵树理早年

形成的“文摊”写作立场，由“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二

者统摄起来而形成的特定的审美取向、故事构建等，只适合

创作类似古代传奇话本或拟话本式的中篇或者短篇的主题

作品。如果以既定的写作立场去把握宏大的史诗性作品，难

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状况。另一方面，“如果以作家所处

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

仍存在较大的空间，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惯与观念所

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

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

激进的农村社会变革进程大多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

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tl,忧虑。他的

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体认基础之上的艺术想象受到

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吼换句话讲，当年那“青春泼辣”

的“趣味”意识，那容纳他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趣味已经

受到各种写作规范的抑制。而曾几何时一度为作家所看重的

“问题”意识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严厉的压制。其实，

还在写出《tJ、-"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之后，赵树理的写

作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1948年写出的《邪不压

正》中便表现出不合时宜的苗头。在作品中，赵树理仍然重视

“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的统一。把写作重点放在不正确

的干部与流氓身上，揭示农村土地改革的复杂性。批判那些

地痞流氓和具有流氓习气的村干部，同样又把结局引向光明

的前景，邪气一定不会压倒正气。但小说发表之后，却引来了

较大的争议。有的论者批评赵树理的写作“善于表现落后的

一面，没有结合整个历史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过程”161。到了

1949年之后，随着对写作规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赵树理随

之对他的写作立场做了一些调整。不再刻意追求“问题”意

识与“趣味”意识的统一，“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

作指南的说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fl}I等相承教诲的功能

观。”“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

虽然农村开展的‘运动’仍然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

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

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

的部分。”四

进入50年代，赵树理对激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

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感。赵树理自己回忆道：“胡乔木同志批

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到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

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的作品，并亲自为我

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晶五、六部，要我解除一切工作

尽心来读。我把他选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人

京之后，事情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给误了，如不下去体验新

 万方数据



乔林晓： 赵树理小说写作策略的内在矛盾

的群众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村的老印象，是仍然写不出好

东西来的。”嘲乔木等人虽然怀着强烈不满的心情给赵树理
开过书目。企图改造和提高赵树理。却未见成效。随着大规模

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展开，要求文学紧密配合政治的呼声愈发

高涨，要求文学塑造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新人物、典型人物。

写于1955年的《三里湾》便是赵树理试图突破自己以往创

作模式的一次尝试，作者努力超越过去那种“问题”意识与

“趣味”意识相统一的写法，追求一种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但

历史证明，这部作品的写作并不是很成功的。反而造成了小

说文本的分裂。有的论者曾经认真分析过《三里湾》文本的

内在复杂性，认为“《三里湾》不是单一层面的叙事文本，而

是一个充满紧张关系的复杂文本，一个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

定制的显性文本，另一个则是作家赵树理心理和经验层面发

生，经由文本的多重意象发生的隐性文本”IS]。在显性文本的

层面上，作家要叙述的是“千百万农民努力挣脱封建生产关

系的束缚，在党的带领下，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IS]的关于

合作化的宏大叙事，但在隐性文本这一层面上，作家的人格

使他不可避免地，把亲身感受到的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无

奈、紧张与痛苦表现出来，流露出对权力话语粗暴干涉农民

自主选择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深深困惑，这种分裂使小说在

具有思想张力的同时。也具有了不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杂

音。因此，尽管它是建国之后叙述合作化最早的小说，却并没

有给作者带来太多的声誉。也许在创作中赵树理已经意识到

了这一点，为此，他极力发挥自身的长处，多写民俗、民风这

些充满“趣味”性的东西。

在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小二黑结婚》关注的问题是

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李有才板话》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地

方政权，《地板》注意更多的则是土地出租问题。而解放区民

主政权当时所要着意解决的问题与赵树理创作理念中的问

题保持着相对一致性。到了50年代，赵树理发现自己在实际

生活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新政权所要着力

解决的。党的文艺政策已经不允许赵树理继续在细枝末节上

纠缠这些“问题”。在《三里湾》中，作者是以宏大叙事的策

略把“问题”压制在隐性文本之中，从表面上看。“问题”意

识已经消解在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当中，实际上赵树理在

创作中的矛盾形态一直存在，这也是造成作品文本内在分裂

的根本原因。在农村搞合作化工作时，赵树理遇到一个可以

称得上革命家庭的社员郭海莲。农业社开渠要经过她家的

地，动员它人社，她不入，拿社里的地和她换，她不换，赵树理

做了许多动员说服工作，一无所获。最后郭海莲寻死觅活地

大闹，赵树理也没办法嘲。在给长治地委负责人的信中，赵树

理先列举从别处得到的农业社发生的问题，如供应粮食不

足，缺草、缺钱、命令太死板、地荒了、麦霉了等问题之后，不

无苦闷地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

人缺草、缺钱、却粮，地荒了、麦霉了，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

主义呢?”同时，他还指出许多乡社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

“是没有把群众当人对待的，”OOl这些材料说明，赵树理确实

对中国农民的处境和意识有一种深刻的体认，也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他的“问题”意识与“趣味”意识相统一的写作策

略已经出现分裂的征候。可见，50年代赵树理的创作心态明

显不同于40年代，这时候的写作更加偏重“趣味”意识，作

品中常会出现大段大段的风俗描写，这也正是有人发现赵树

理创作“缓慢、拘谨”的原因所在。

进入60年代。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

型，一种是《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近似人物速

写的作品，意在发掘老一辈身上的优秀品质，歌颂建立在劳

动之上的传统美德，这些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

传统”。另一种如《卖烟叶》、《互作鉴定》、《张来兴》等，这

3篇在叙事策略上有极其复杂的特征，正如有的论者所言：

“是对个人写作生涯的反思，”“三篇小说探讨的是写作自

身，《张来兴》涉及到复杂的叙事技巧，而《卖烟叶》、《互作

鉴定》则直接以写作文本为中心。这是赵树理小说写作生涯

一个有趣的转折，以往赵树理的小说往往以全面性的农村政

治，文化问题作为中心主题，而这三篇小说则转向了农村生

活的边缘。”0t]“《张来兴》中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厨师。《卖烟

叶》、《互作鉴定》的中心人物则是知识青年，这些人物符码

似乎都属于农村文化中难以定位的层次。与赵树理惯于表现

的正统农民相比有较大的差异。”(．rffj以看出，赵树理创作的

晚期已经完全远离了40年代那种“问题”意识与“趣味”意

识相统一的写作策略，也与50年代创作中把“问题”意识隐

藏于文本后景位置。着力表现“趣味”意识的写作策略有所

不同，这一转变同样和当时严酷的外部写作环境有密切关

系。

【责任编辑马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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